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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的历史定位

——历史观念、方法论与话语权意识的重新检讨

王琛发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漳州 363000）

过去以来，把“五福书院”视为马来西亚最早华文学校，由此建构新马华教育源起说，几成

主流。可是，这个历史叙事，一旦回归长时段历史进程，或面临更大面积地理区域的史料互证，

甚至回归其本身已被引用或未被引用的原始史料，就不免左支右绌。而且，此种论述建立在以英

殖建制为主体的思维，是以忽略昔日南海诸邦数百年汉字广泛流传，去谈论华人文教如何在殖民

体制以内合理合法，如此也会模糊华人历代参与区域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交流与开拓贡献。然而，

在质疑五福书院的历史真实以外，如果能以更大情怀，加深对于五福书院华教历史叙述的回顾与

理解，回归其历史处境与社会脉络去探讨，或可能因此更能体会前人初心，以跨越先辈过去的论

述，告慰先辈对未来的期望。

一、缺乏原始史料考据带来的世纪争议

自从邝国祥于 1954 年撰文，提出五福书院是马来西亚最早华校，将文字发表在他身为校长

的时中小学校刊，又先后通过报章投稿等途径，屡有反复论说，此说便渐渐为人所知。以后他在

1958 年出版《槟城散记》，也是将五福书院建立于 1819年的说法记载书中，并且联系着槟城办学

事迹去说，随着该书的传播，此说也就至今流传甚广，包括见诸华校中学课本，一直被许多文论

引用。可是令人感觉跷蹊的是，没有多少人会注意，邝国祥在《槟城散记》内文，曾经直接引用

英国人书蠹撰写的《槟榔屿开辟史》，还可能是引用英文原文，①甚至《槟城散记》有许多内容也

依稀留下脱胎于《槟榔屿开辟史》的痕迹；然而偏偏也就在《槟榔屿开辟史》，其中收录着英殖

槟榔屿开疆功臣莱特大佐的书信，是亲笔提及过槟榔屿华人重视教育，早在 1794 以前就有童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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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邝国祥却不曾重视和引用。

这样就引申出个问题：明明莱特在 1794 年 1 月 25 日曾经致函驻印度总督，信中写道：“华

人最堪重视，男女老幼约计三千人。……随所在皆有师傅教诲儿童，亦有遣送男儿回国求学者。”①

何以这些先辈当年讨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要举例最早华校的时候，会忽略这段文字，不去重

视 1794 年以前已有蒙学教学，偏要论证有一间叫做“五福书院”的华校，说它是创办于“1819

年”？如此结果，虽导致了“五福书院”说法流传很广，至今还有一再引用和转引的，却也从此

一再引起一些学者专家的质疑问诘。

尤有进者，后人探讨邝国祥最初提出的华教缘起叙事，主要的根据，多有引用《槟城散记》。

殊不知，邝国祥在《槟城散记》仅是以寥数语谈论五福书院，而他在 1967 年撰写《马华教育史》，

才是上继中华传统书院、后说马来亚诸处办学的演变，把他论述五福书院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

致。邝国祥也在整篇文字，解释他何以会认定五福堂作为广州诸县联谊组织，前身应是五福书院

办学育人。邝先生现存可见的诸种讨论五福书院文字之间，这篇文字年代最迟，应可视为较完整

表述其说法的最终版本。而且，若以此文对比，就不能以为邝国祥明知有书蠹《槟榔屿开辟史》，

却不采用英国人歌颂的“槟城开辟者”莱特的文字，是由于莱特信中只提师傅教导儿童，没有直

接提及“私塾”。因为邝国祥撰写《马华教育史》，除了继续解释五福书院，也同样否定德国传教

士说及 1819 年之前的私塾教育。②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现在新马各处学术机的构好些藏书，本是来自许多新马文教前辈的捐献。

现在当然无法判断，包括邝国祥，这些先辈曾否阅读他们每本藏书。但很肯定的是，当年邝国祥

舍弃“私塾”而提出“书院”，那时的许多文教界先辈，包括邝国祥在槟榔屿熟悉认识的几位，

很少人会举出他们的藏书内容，公开去反驳五福书院作为华校源起论说；纵使后人可以从图书馆

查阅，知悉某些前辈的过去藏书里，里头是提及基督宗教更早主办华文义学，或有说过西方人记

载过新马两地 1819 年以前的华人私塾，但就邝国祥而言，这些内容都不在他《马华教育史》的

论述范围。

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要讨论五福书院，其实还有许多可以延伸讨论的空间，不见得须要

像笔者在 2019 年发表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会较集中在讨论 1819 年是

否存在五福书院，或讨论五福书院是个怎样的存在；也不止于讨论五福堂真正组织性质，或者要

想进一步缩小范围讨论客家人郑景贵与五福堂，包括讨论客家人在粤语系为主的广州府群体如何

发挥作用。我们有可能须要也回顾一下五福书院的华教叙事，从理解其历史叙述理解叙述本身的

历史，关心何以要以“书院”被视为“较正式的”马来西亚最早华教。尚且，还要能有想像空间，

思考相关的讨论是不是止于学术讨论的意义。我们还可能回归某个时代，讨论当时是如何一种背

景脉络，使得邝国祥历次论证以后的五福书院华校源起之说，得以具备传播开来的客观环境？

此前，笔者撰写《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主要是提出说：“五福书院”其

实就是五福堂的别称，是清代广州府的东安、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五邑同乡，在马六甲海峡

北部形成的区域性联合开拓共同体，至上世纪末又扩展为十二县联合，其之出现，其实亦能反映

① 书蠹：《槟榔屿开辟史》，顾因明、王旦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39 页。

② 邝国祥：《马华教育史》，《南洋文摘》第 8 卷第 11 期（总 95 期），1967 年 11 月，第 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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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文教自古传播昔日南海诸国是个事实，并且是华人长期参与本区域的其中历史结果；因此，

后人不应由于不解广州人对于“书院”涵义有丰富认知，就望文生义，反而把结果视为缘起，误

以为要有英殖引进华人，马来亚华文教育才会由此发源。①此处立场不变。另外，笔者当时亦在

文中指出，历史上的五福堂，在槟榔屿国际港口前线，设立起称为“五福书院”的会馆，照顾同

乡共同利益、维护历史开拓主权，先辈集体把会馆自称“书院”，是主述岭南非血缘联合的组织

习俗，如此更能证明广东与南洋一衣带水，两地同时延续相同渊源的历史文化。②本文接下去的

讨论，也会以更多史料佐证，进一步论述“五福书院”何以叫“书院”，以及其历史文化脉络。

其实，如果只是纯粹讨论“五福书院”的名称来源和设立年代，目前就有两份大家先前罕有

引用的原始文献，足以相互佐证，说明五福书院是五福堂命名会馆的名称，是属于跨县乡亲联合

社团所经营的彼此公共空间，此前也没有设立学校。而且，单凭这两份文件，亦相当充分说明，

“五福书院”的名称不是最初的名称，也不见得出现在 1819 年，却极可能最早出现在 1891 年前

后那段期间。这两份文献之间，第一份文献，是英殖在“1889 年社团法令”于翌年生效以后，批

准槟城注册组织清单，其中就包括五福堂在 1892 年获得批准的记录，里边列明负责人的职业、

身份、地址，还有五福堂的社团性质。第二份文献，是五福堂本身的文献，是堂口在 1896 年 11

月 16 日以集体名义在《槟城新报》上边刊登的公告，目的在通知十二县同乡，五福堂为了要尽

快重修这座名为“五福书院”的会馆建筑，派了专人前往霹雳等地筹募未竟的建筑经费。

“五福堂”既然是申请社团注册，其性质当然是“社团”。英殖颁布“1889 年社团法令”，翌

年 1890 年开始生效执行，那时起至 1891 年，许多槟城华人社团都是接受法令的条文规范“重新

成立组织”；此前，五福堂曾在 1885 年遭英殖定性为“危险结社”，取消注册也取缔组织，③但根

据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份海峡殖民政府华团秘密结社文献，可知法令生效前，“五福堂”

已经列名殖民地官员手书的“Friendly Society”。④而另一份印刷文件显示，五福堂在殖民政府批

准的社团清单上，是第 94 号获得批准组织，其申请注册的英文名称是根据粤语拼音的 Ng Fuk

Thong，批准日期是在 1892 年 2 月 9 日；当时的申请，是以 Ten Ngo 出面带头，报称本堂拥有五

名董事，当时注册地点已经是位置在牛干冬街（Chulia Street）的现址，并有说明组织性质是经营

县份组织的同乡会馆。⑤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里边曾经记载，五福

堂“溯自重修院宇，增长堂基，再造神牌，焚烧木主”，应就是这之后的事。从此前的地点搬到

此处，而重修之际要处理原来的木主，也有可能是木主的文字表述，正像其他洪门义烈祠堂的叙

述色彩。但此处碑文，只说是原来木主烧灰入塔，另做新神主，后来又造总坟。而相应的是，重

修后的祠堂至今继续供奉“五福会馆义同诸乡亲禄位”。

① 王琛发：《还原真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地方文化研究》2019年第 6 期，第 70-83 页。

② 同上注，第 80 页。

③ Blythe，W.L.,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p.214-215.

④ Return shewing the Number of Societies in Penang registered under“The Societies Ordinance 1889”,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 a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secret societies in Penang，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Microfilmed 29-6-1993）

⑤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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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回去会馆现场，犹可以昔日碑文为证。会馆里，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修五福

书院碑记》，是说：“溯我五福堂者，崇奉重阳帝君，咸丰年间之所建……十二县人叙同乡，不有

此地周旋，那得恭桑敬梓……”，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修五福书院千益会碑记》又说“五福

书院，我十二县梓里联情之地也”，都是说着咸丰年间义兴街旧五福堂搬迁后的事。而结合上述

注册文件，可知五福堂至迟在 1891 年已经搬到此地，在申请注册后重修；而碑文的形容，则说

明重修是要扩大实体的会馆功能，以那个继续注册为“五福堂”的组织，经营称为“五福书院”

的“此地”，以后大众也就习惯性对内外称呼会馆“五福书院”。

上述概念，其实可见于 1896 年 11 月 18 日的《五福堂募捐告白》。①依据这份登刊在《槟城

新报》文献，十二县联合的概念在那之前已经出现，因而文中有说“我十二邑……声气本属相通，

居停可无馆舍？故堂开五福，先人之肇划咸周；会合乡情，乡梓之往来有赖。此旧五福堂之所由

也”。细阅《五福堂募捐告白》本文文意，更可以知悉，“旧五福堂”一度受禁后，在组织成为英

殖愿意定义的“Friendly Society”，并且又是以拥有现在地址申请社团注册以前，当地的广州府各

县先辈，是先有过会议协商，由诸位同仁“爰集众公议，弃其旧址，辟以新基，合厥十二邑城，

颜曰五福书院”，②才有后来诸种决定。无论如何，这份《告白》的内容毕竟也透露这过去五福堂

的历史渊源，所以《告白》宣布派遣四位代表出门筹款，目标是“大小吡叻各埠等处”筹款。对

照更早历史，大小吡叻这些邻近市镇，其实就是五福堂诸同乡昔日武装开矿的主要地带。

在《告白》文字中，五福堂负责前往大小吡叻各埠等处筹款的四个人，是“陈成伯、陈有成、

郑五、胡尧佐”，其中有“郑五”，可能就是在社团注册记录当中的 Ten Ngo。在上述英文的记录

文件，Ten Ngo 英文姓名的“Ten”，“n”字母被推上一格，可能是为了适应英国官员对读音的理解。

这就很清楚了。“五福书院”命名既然源自“颜曰五福书院”，说白即是外表的雅称，根本上

是十二县先辈在 1891 年搬进新地址和申请注册以前，定下名称。五福堂对内依然是使用旧称“五

福堂”，政府的正式注册文件也还是“五福堂”。然而，昔日五县同乡武装共同体的会馆受到取缔，

得以转变扩展成为十二县联合合法组织，由此重建起更大规模会馆，对外公开以“书院”称，或

所谓“颜曰五福书院”，当然有来由，尚且不无向着清廷和英殖表态的意味。这方面的考据，首

先得理解清代华人是跨海跨境的社会共同体，其个人到集体的认同方向，是以结合各处人事与资

源，维护宗族/家族的圆满；而同乡集体抱团的最大目标，亦是为了相帮每个成员扩大与保障生前

死后福利，包括照顾彼此身前身后对于家庭祖先后裔的义务。因此，如果单是限制在短暂的时间

期限以内作观察，又只注意本土地方的文史认识，讨论五福书院是否最早华校，就可能忽略弄清

楚“五福书院”何以叫“书院”的重要。邝国祥 1967 年的五福书院的论述，其实不限于许多人

以为是他只在《槟城散记》顺便一提，他是对明清书院制度有些基本知识，才会考据建构此说。

问题是他没能深入考虑科举制度，无从解释“书院”相比私塾，更不一定要与科举考试有直接关

系，槟城何以出现“书院”。另外，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邝国祥是否明知清朝雍乾以后，岭南

地区的所谓“书院”另有内涵。

社会是由历史演变而来的。各地华人社会之存在，都是长时段历史的经历，也就是连续性回

①《五福堂募捐告白》，《槟城新报》1896 年 11 月 18 日。

②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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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内外部社会环境变迁的过程，由此也持续性建构其社会结构和维系传统文化。同时，社会的生

命力和凝聚认同的同在，能否继续维系，还在于其社会结构会一再面临挑战和演变，过程中是否

能吐故纳新、化外归内，维续其主体认同的延续。许多史料，包括上世纪人不便使用的前世纪史

料，表面上看似不相干，一旦透过长时间的安排，其效果是如 Tilly 说过的：“许多相关理论都有

自身的历史基础，历史基础意味着加深对于时间的观念，集中焦点关注历史的特殊环境或过程”。①

笔者上次撰写《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曾经指出过：“研究五福书院历史，

讨论其所牵涉历史事件，以及所呈现之历史现象，包括其组织运作方式与历史作用，至今相当迫

切。尤其不能继续接受英殖眼光为是，污名化马来亚华人社会十九世纪以前的社团历史，任由一

些他者的诠释扩散；即使先人历史有功过缺失，也还应重新思考时空背景，实事求是。客观来说，

忽略广州同乡开拓本土的组织历史，把历史场面缩小而集中在方言书塾的‘书院’想象，反而可

能降低对先民的敬意。”②而此次撰写本文，是延续着上次的课题，其实也如先前一样，是想要承

接着上篇文字，试图从观察长远时段的历史幅度，在其中寻找更多切实证据，延续上文讨论未竟

的讨论。

可是，正如上说，此次撰写本文，重点不止放在论证“五福堂”和“五福书院”的历史，也

是想要重新摸索，理解前人如何建构五福书院的历史叙述，尤其是根据邝国祥最早提出此说的论

述根据，认识其叙事背景，理解如此叙述何以本身成为历史。由此，或可能从更深切理解邝国祥

昔日建构“五福书院华教缘起说”的背景和意义，进一步客观探讨此说本身发挥过的正面社会作

用。就笔者个人而言，探索、理解、纪念此一说法的过程，也是个由继承说法再到探讨真相，继

由探讨真相而跨越过去的过程。就是这样，先要去理解先辈能说而不曾说出的话，才能告别他们

想说而不能说的时代，追溯本当拥有的话语。

二、忽略地方史料互证左右着视野见识

历史研究的先设假设，首先得确定假设不等于臆测。那些要把“五福书院”说成是私塾的，

即使未曾见过其他史料，也应当先注意，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得满足好些基础要求，包括“与

已获得的事实并不矛盾、要与一般人情世故和自然法则不矛盾、自信经得起事实、尽可能简单直

接而不是多重复杂”。③由此而言，要假设南洋广州人在历史上设立过名叫“五福书院”的私塾，

不能不理会岭南历史文化传统，不考虑广东的陈氏书院等等非血缘祠堂唤作“书院”，是有另外

的意义；而即使是顾名思义，将“五福书院”视作办学场所，也得弄清楚传统社会“书院”原来

的学术层次和社会功能，和私塾是有分别的。真要以假设作为探讨真相的线索，也应当是回归去

五福堂本体，根据成立的时空、所在的地理位置，去考虑建筑物内外的碑文内容，才可能有做假

设的前提。做出假设后，还得能说通组织早期人事关系，确立那年代组织内的历史认知，才可能

进一步论证“五福书院”是否真是在 1819 年成立，而且是间“最早”华校。这本来是该做的基

本工夫。

① Tilly,Charles.,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p.26.

② 王琛发：《还原真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地方文化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80 页。

③ 王琛发：《历史方法简论》，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族历史及文物调查运动中央工委会，1998 年，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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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五福堂所在位置对照槟城海港市区旧貌，1898 年《重修五福书院碑记》的碑记上，其

“小引”本来就强调说，五福堂所选择的地理位置“前为马枥之场，门楼较近”。文中的“门楼”，

当时是指港边码头连接城内市区的主道出入口，上世纪槟城老一辈犹是俗称“大门楼”的地方。

“前为马枥之场，门楼较近”，出现在石碑上的有限空间，正是为了叙述给后人知晓选址于此的

战略优势，所以“小引”最终结论说：“将见燕贺落成，大雅登堂而畅叙；且喜蜗居旁列，旅人

得所以养和。十二县人叙同乡，不有此地周旋，那得恭桑敬梓？数千里客游新埠，勿问何时至止，

自然义笃仁联。”按照这段结论，也可知五福堂碑文词语文雅之外，执笔者更重视反映事实，说

明正逢此际已经是汽车年代，本堂依旧拥有足够组织力量，掌握先机，占有接近码头上岸街道的

策略地段，将原来照料马匹马车的马槽区，改为新会馆场所，更方便接引同乡上下码头，在暂居

整顿以后出发各地开拓区。广州十二县的各县“公司”自从有了五福书院，不论原来有没有自身

会馆，或原来会馆规模大小，就可以在此合祠共祭相互先辈，凝聚人心，也由着联合使用五福堂，

更有能耐忙碌接应和安顿更多南来同乡，提携共同利益。五福堂至今作为广州府乡亲共同体，那

个年代的最大需要，即是建设相应硬体建筑，在港口前线发挥功能性作用，维护族群继续发展。

现在这所谓五福书院是马来西亚华教起源的说法，都说是成立于 1819 年，以为很早，其实

很迟。而至今大众也都只能引用邝国祥个人。追溯在邝国祥以前有否出现过同样说法，迄今能见

的，也只有邝国祥等人不知何故未曾引用的《南洋年鉴》。不过，翻阅这本 1939 年由南洋商报

社营业部出版的《南洋年鉴》，主编傅无闷很明显是依据各处记者采访收集的根据，把五福书院

归类在《华侨社团调查录》的名单之中，而不是将五福书院列入在新马各处学校名表，在列表中

记载“五福书院”的社团性质，也说是为了“联络感情”。①

傅无闷对槟城并不陌生，他在 1925 年左右在槟城担任过《光华日报》副刊主编，1930 年代

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总编，直至 1939 年为报社主编《南洋年鉴》，列表槟城社团和学校

的地址、成立年代、人数、负责人，材料当然源自各单位本身。奇怪的是，后来五福堂组织或《南

洋商报》，却长期都没有“1819 年”的印象，前者还在 1954 年报道后者的“百周年会庆”。因

此，不能排除，这本邝国祥没有举证的《南洋年鉴》，偏偏可用作证明五福堂成立在“1819 年”，

除了不能证明五福书院是学校，“1819 年”也可能是手民之误。

《南洋年鉴》真正能证明的，其实是五福堂的定位，那时已经是协调着十二县内外关系的公

共组织。根据《南洋年鉴》，那时番禺会馆估计有 500 会员、南海会馆估计有 1730 会员、顺德

会馆估计有 2500 会员，②还有增龙会馆估计也有“数百人”；③而列名《南洋年鉴》的三位五福

书院当年领袖，最先是廋桂耀，然后是三水公司的黎健行，以及领导番禺会馆的董事陈楚卿，可

是“五福书院”的会员只有 100 人，甚至少于十二县之一东安会馆的 150 名会员。④由此可知，

五福堂会员来源，不是重叠在十二县组织原来的会员名单，而是从十二县内部另外吸取较少成员，

参与堂口内部协调和对外议事。

再以《南洋年鉴》对照五福堂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物，亦可确定《南洋年鉴》所记载的“黎

① 傅无闷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营业部，1939 年，（附）第 97 页。

② 同上注，（附）92-93 页。

③ 同上注，（附）第 99 页。

④ 同上注，（附）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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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在五福堂 1936 年重修过程是重要人物。由这次重修，五福堂大门后的内屏门，上头高

挂着“黎健行”个人落款的大匾额，志明“民国廿五年岁次丙子重修”，中书“五福堂”三字；

两边挂的灯笼也对应着匾额，以“五福堂”自称。这样的做法，和丙申年（1896）《槟城新报》

的报章启事，是以“五福堂”自称而又说会馆“颜曰五福书院”，显示着一致的精神延续。相隔

半个世纪以后，黎健行相对于此地重建五福堂时候大门门楣只在落成时刻上“五福书院”，于 1936

年在入门内部上方高举“五福堂”，让外人远远可见。

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修五福书院碑记》，碑题虽作“五福书院”，碑文早就说明“溯

我五福堂者，崇奉重阳帝君，咸丰年间之所建……”；其全文大意即是说，此处虽正名为“书院”，

组织历史却是源自叫“五福堂”维持直至 1898 年，而这年《重修五福书院碑记》提出的重新出

发，内容包括重新处理旧时祠堂的神主牌等物，建设新地头，以及为扩大十二县联合，目的在“十

二县人叙同乡，不有此地周旋，那得恭桑敬梓；数千里客游新埠，勿问何时至此，自然义笃

仁联”。①

宋蕴璞 1930 年出版《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提及“槟榔屿名人”，其中有“黎健行”

个人小传，提到黎健行原籍“三水丰平乡”，说他当初讨厌清廷八股取士，方才弃儒从商，以后

到槟城经商，事业遍及霹雳北部峇眼色海与吉打南部华玲两市镇，“当三十年前，丰平乡无有客

槟者，君既捷足，戚里宗族来就君居者，无虑数百人。”②可见清末民初情势下的五福堂，黎健

行作为领袖，也不似现在一般想像的旧文人下海从商。他更接近五福堂初期领袖郑景贵那类人物，

要维护三水乡亲乃至五福堂乡亲联合，也得讲究人多势众，又得在组织大众抱团保护生存之余，

应对英殖凌驾华人开拓者的既成事实。

黎健行除了在当地带领三水公司同乡纠众互保，其政治观念显比当时其他华商激进。他坚持

不接受清廷功名以外，根据眼前英、荷东印度公司，又是屡屡提倡同胞“观欧美列强，以商养兵，

而以兵卫商，国乃富强，官商固一体也”；而且，同盟会主办的《光华日报》征联，他还根据报

馆出题“国家”两字，以“时事不堪谈故国，天才奚论起贫家”获得首选，以后又参与辛亥革命

捐输军饷。③

问题是南洋商报社于 1939 年出版《南洋年鉴》，时间是在黎健行 1936 年题字“五福堂”之

后，在黎健行之前之后，五福堂同仁似乎长时期都没有“1819 年”的印象。黎健行在 1906 年至

1933 年之间，代表“三水公司”参与广东暨汀州会馆，前后历任过总理、司理、办祭员等职，特

别是他在 1906/07 年出任广汀总理之际，1898 年《重修五福书院碑记》名单上好些人物尚在人间，

如梁乐卿、蔡奇逢、陆秋杰等人，还有郑景贵儿子郑大平，他们也都在担任着广汀的值年总理。
④如此教人难以想象，黎健行和更早时代的五福堂同仁，包括碑文上最重要成事者郑景贵，在时

间上看是相互接续的，一代接一代传承着会史理解，他们心目中有没有“1819 年”这个概念？

正如上说，邝国祥提出的五福书院是“1819 年”成立的“最早”华校，现在继续影响许多人，

① 王琛发：《还原真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载《地方文化研究》，2019 年第 6 期，江

西科技师范大学主办，第 76 页。

② 宋蕴璞：《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第 1 部，中国：蕴兴商行，1930 年，第 59 页。

③ 同上注。

④ 陈仲敏：《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170周年纪念特刋》，槟城：槟城广东暨汀州会馆，1973 年，第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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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却不是五福书院采用的记录。直到 1953 年，五福堂延续代代相传周年纪念活动，依然宣称“五

福堂”当时历史只有 99 年，并准备在翌年办百年纪念。这是符合五福堂自身先辈碑文上说的“咸

丰年”，不是《南洋年鉴》中的“1819 年”。依据当时《南洋商报》新闻报道，五福堂 1953 年

为着本堂翌年即将晋入百年，还大力宣传“广府十二属之五福书院”会在阳历 8 月 29 日和 30 日

两天之间主办各种活动，盛大庆祝九九周年纪念。①想来，1950 年代的五福堂董事信理，宣布会

馆历史 99 年，认为五福堂真正是成立于 1854 年，比起英殖记载的注册年代早 3 年，当有先辈记

忆为本。除非这记忆中的 1854 年，仅仅是迁入义兴街旧址，或是早有组织而未建成义兴街旧会址，

若按照邝国祥说创立在 1819 年，碑文说“咸丰年间”，还有之前的百年纪念，反而错了。

五福堂的事实真相，又正如笔者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所言，是比办

学事业规模更宏大，是广州先人在马六甲海峡北部区域形成的开拓南洋共同体。现在那一般把五

福书院历史挪前到 1819 年的，又把社团历史缩小为设立私塾办学的历史，其实反而带来淡化、

矮化乃至虚化华人开拓历史的作用；昔日许多牵涉五福堂现存碑文的主要人事，特别是郑景贵、

海山公司、五福堂的相互关系，明明有许多史料互证，在固化而自以为“华教史”的论述中，往

往成为被忽略或者被取消的部分。②

其实早在咸丰十年（1860），槟城白云山上刻石《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

冢凉亭碑记》，碑记上许多捐款单位，其中就有“五福堂捐银壹拾大元正”。陈铁凡、傅吾康昔

日编撰《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也曾以此碑为据，结合着五福堂《重修五福书院碑记》，判

断五福堂可能成立在 1851—1861 之间，驳斥邝国祥说 1819 年办学历史是没有证据。③而《重修

五福书院碑记》碑文既然是说“溯我五福堂者”，亦能说明石门楣刻“五福书院”，并非现场另

有新的组织，只是旧时组织重建新厦。再综合英殖政府系列记录，其内容有说“五福堂”正式成

立于 1857 年，最初是由广州府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香山五邑先民组成，以后联盟着郑景

贵领导的增城人为主的海山公司，追溯洪门三房历史渊源，形成武装自治开拓组织，参与 1860—

1874 年代发生在北马至霹雳等地的拿律内战，对抗古冈州四邑、惠州与潮州先民，而后者依托在

归属洪门二房的义兴公司。④说白了，“五福堂”当时的组织，即现在粤人惯称的“堂口”，属

于五邑先民的结合，拥有过自己的武装自治开拓区。五福堂参与《广东省暨汀州众信士新建槟屿

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是大集团联合，但各组织间后来也一度发生严重内战。英殖也是借着干

预拿律战争，自 1874 年起扩大对马来半岛各王国的宗主权。到了 1885 年，五福堂也因遭受英殖

定性“危险结社”，被取消注册和取缔组织。⑤

《南洋年鉴》本来也没说五福书院是办学组织。对比上边系列咸丰至光绪年代的材料，邝国

祥提出“五福书院”成立于“1819 年”再说成是学校，如果只是看过《南洋年鉴》，难免孤证不

① 《槟五福书院庆祝 99 周年纪念，将举行盛大游艺会》，新加坡《南洋商报》，1953 年 8 月 27 日，第 9 版。

② 王琛发：《还原真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载《地方文化研究》，2019 年第 6 期，江

西科技师范大学主办，第 73-80 页。

③ 陈铁凡、傅吾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805 页。

④ Blythe，W.L.,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pp.542-543.

⑤ Ibid.，pp.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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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嫌。何况他根本未曾说出引用根据。后来许多文字讨论南洋华文教育以及华人历史，纷纷追

随其说，显然是不清不楚此说原本难有出处。而邝国祥在 1958 年出版《槟城散记》时候，似乎

也还是打着擦边球，一边延续着不论傅无闷《南洋年鉴》或现实中看到是“社团”，一方面五福

书院原址后来作为家祠兼亲友私塾的关系，相互牵扯，说：“本城吾侨社团，约两百余单位，其

中最早成立者为谢氏宗祠……。其次为五福书院，成立于嘉庆二十四年，与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同

时……。譬如五福书院（今牛干冬商务校址），其原日地址，就是现在义兴街那所古色古香的慎

之学塾……”①但毕竟，要说五福书院成立于 1819 年还是有问题，虽说可以追溯《南洋年鉴》留

下的白纸黑字，不过一旦设想这些材料本是源自槟城，在新加坡经历撰写、编辑、排版、印刷，

何以偏偏不见那期间的五福书院同仁认同？这或只能进一步怀疑，原来另有牵涉五福堂“1819

年”社团文件或地契文件，而五福堂同仁因按照《重修五福书院碑记》等传统说法，所以便不承认？

但一直到 1967 年，邝国祥在《马华教育史》也只说“按社团调查表，五福书院成立于 1819

年，设立的目标，为联络感情”，②但却不曾说他引用的“社团调查表”是来自《南洋年鉴》或

者其他来源。而且，邝的说法毕竟是要在说明书院创立于 1819 年之后，就要转向去说，书院的

最早状态是学校，至于演变成为联络感情的社团，是书院没落又无人打理的结果。

结果，反而是或应考虑，现存英国海峡殖民地的 1890 年代社团注册名单，源于“1889 年社

团法令”，于翌年 1890 年生效。从那时至 1891 年，槟城社团纷纷根据法令的条文，按要求的制

度“重新成立组织”。这其中“五福堂”申请注册，从接受调查到获得批准注册，日期在 1892

年 2 月 9 日。早期马国很多社团是跟随英殖“他者”话语，大凡之前没注册或原来不是那名称，

都不必视为合法意义的“成立年代”？在马来亚，也确有不少华团曾经如此，都把英殖规范社团

注册视为标准，说该组织缘起于 1891 年，直到上世纪后方才出现追溯更早历史的潮流。根据这

份英政府的档案，“1819”的来由可能是“1891”排版时打翻铅字架后果，就更是大有可能。

如此，一旦根据《南洋年鉴》证实“五福书院”无关办学，反而更能启迪疑问：“五福堂”

1885 年被英殖取缔，以后是否曾以“五福书院”在 1891 年取得社团注册或会址地契，所以上世

纪上半叶的五福堂先辈才会相信 1893 年修建碑记，坚持以咸丰年代推算周年纪念。另外，郑良

树教授和邝国祥先生是同时代人，何以郑教授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批评邝先生挪用新

取“书院”名称取代旧日的“堂”，说他企图把五福堂在义兴街原址联系着后来郑景贵原地新建

家庙的慎之家塾，会进一步的说白“邝也知道他只是臆说而已”？③

历史评价，真的是不能以为年代越久越好，还要看相关组织或人事是否出现在恰当时候做出

恰当事，发挥过哪类有益民众的作用。从傅无闷的社团记载，一直演变到邝国祥说五福书院 1819

年办校，迄今却没有发现“五福书院”办学的真正证据，本来就是令人疑惑。何况，1950 年代五

福堂先贤承继的前人记忆，反而是别种的组织记忆，这能不发人深省吗？当“咸丰年间”是种事

实的存在，后人面向更整体的史料，是否还要继续把这些文献视而不见，却反而去延续一桩至今

尚未寻获其他证明的华教叙事？这其实牵涉对待先民组织的认知，关乎重新叙述先民话语权力。

① 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8 年，第 7 页。

② 邝国祥：《马华教育史》，《南洋文摘》第 8 卷第 11 期（总 95 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7 年 11 月，第

749 页。

③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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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疏离中华文史知识牵扯成话语失落

回归历史事实，至今许多史料足以证明，宋元明清以来，华人先民以先进航海技术来往南海

海域，确实是在诸邦犬牙交错的各处港口，形成过彼此的华人聚落，参与过许多王国的建设。而

且，正如笔者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说过，由于华人长期定居南海诸邦各

处，各地各族也有相互贸易需要，学习中文的，不见得只是华人。单看《明史》便能论证，马来

西亚昔日马六甲王朝，也是华人文化传播地区，有人学习汉文，双方使者才能书信往来通畅，以

致王朝早中期的国王们，亦掌握着一定的礼制概念，会向明朝提出“蟒龙”袍等各种要求。特别

是《明史》引用的诸国诏书，有时牵涉藩国战争与和平，即使各国内部有本身语言，不可能不需

人翻译。再看《琉球历代宝案》收录海域各邦中文书写的来往公函，其中卷 2 收录满剌加乐系麻

拿（Laksamana，水师提督）以官职自署写给琉球国王的中文书信，是很熟悉拿捏自称与尊称的

规格，以成化年号与明历纪日，由此当可证明中文昔日通用南海诸邦的地位。①

更具体的材料，还包括明朝万历年的《殊域周咨录》。严从简撰写《殊域周咨录》，是依靠

本身在行人司任职之便，掌握朝廷出使交通内部文件和各种记录，又接触诸国使臣对证，以偏重

记述当代事务，方便出行使臣参考。占城国，即现在越南占婆地区，本书说起此地自宋朝以来的

汉文风气，是引用该国入华使臣和过去国王七言诗文佐证，结论说“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

重节义。不惟其臣有诗才，而其主亦善篇章。彬彬乎声名文物，匹于朝鲜，超于日本远矣”。②另

外，本书“满剌加”条提及明成祖封国马六甲，说起皇帝亲自撰文《西山镇国碑》，是先有记载

成祖要对马六甲“赐以御制碑文，勒石其上”，然后接着说“上以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

书其诏”，可见此碑当是运到当地，再由本地雕匠临字刻石；而书中随后的记载也证实，蹇义偶

落一字，成祖以为“朕亦有之，此纸难得，姑注其旁可也”；不过，蹇义的回奏却是“示信远人，

岂以是惜”，于是成祖深以为然，复授以笺，更书之。③此文底下还有一段记载，是说黄门传凯

（南安人）奉使海蕃，国王在宴会出上联“黄河濯水三三曲”请明朝使臣对联，而传凯对下联曰

“青草流沙六六湾”；文后接着说，这以后，马六甲王朝“复遣使进火鸡。至今通贡不绝”。④

而《殊域周咨录》“爪哇”条，则是引用了洪武二年（1369）太祖派遣行人吴用、颜宗鲁两

人给爪哇送去的国玺书，记载书信上有说：“使者已行，王国人掜只某丁前奉使于元，还至福建

而元亡，因来居京师。朕念其久离爪哇，必深怀念，今复遣人送还。颁去《大统历》一本……。”
⑤据此内容，更可证实爪哇不止使臣懂得汉文，当地也有人能阅读《大统历》。

诸邦国王官僚曾在《琉球历代宝案》留下的文字，包括明朝苏门答腊旧港“宣慰司”实质政

权，与日本琉球等国多边的往来文书，是文史工作者较多熟悉的，还有许多史籍则是记载着南海

各地华人平民百姓生活，也很值得梳理解读。例如，宋朝赵汝适撰写《诸蕃志》，便曾把印尼爪

① 王琛发：《还原真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载《地方文化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71 页。

② [明]严从简撰、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87 页。

③ 同上注，第 289 页。

④ 同上注，第 289 页。

⑤ 同上注，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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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的“Tuban”翻译为“打板”，说道此地“居民建造屋宇，与中国同”。①到明朝郑和下西洋，

郑和随员马欢撰写的《瀛崖胜览》，还发现“杜板”附近继续有广东人新建的乡村，记载说：“此

处约有千余家……其间多有广东、漳州人留居此地”。②根据这一切史料，古近代南中国海周遭，

还有马六甲海峡至缅甸海沿岸，有些地区的华人人口，已经是以数以“千”计算的家庭；要说这

些地区没有华人文化传播，子女也不必教育活动，才真是奇怪。

其实若不单看明代，而是从整片海域范围寻找证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安南大越

国，说此国“凡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

中国同，惟言语差异耳”。③现在论者或可不去在意昔日区域海陆交通频繁，所以谈商贸就近于

所谓“印度太平洋”的论述，而谈文化又将之归入“东亚文化圈”，不觉需要处理矛盾。可是不

能忽略，《岛夷志略》也记载着爪哇事迹，提及元朝大德年间，曾经派遣平章亦黑迷失、史弼、

高兴三人往爪哇，令其臣属纳税贡、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④总不能根据当地外族

有相当的中文水平，就去推断汉族居民不存在华文教学吧？

何况，中华传统社会原来的求学体制本无硬性，明清两朝，培养人才核心不在设校，而在科

举。科举制度，不拘泥基础学习的方式与经验，也没硬性学校体制规范，重点在考试制度力求完

善体制，包括允许各种方案提拔异路功名，以期人尽其才；因此单去比较地方上是否有近现代学

校的概念，是无从论断地方教育水平的。中国是直到 1903 年清朝“癸卯改制”，才规范中小学

学制相互衔合考试制度；这亦造就由明朝王阳明一直到清朝曾国藩、章太炎、俞樾祖孙三代等等，

许多历史人物各自精彩的求学经历；此前，许多人从蒙学一路至唸诵四书五经，引经据典作诗写

论都是靠长辈教导自修，或是村中家内延聘老师私塾教学；那些考获“生员”或俗称“秀才”的，

才会上府学、县学挂名，却也不一定真要上学，而是为着维持秀才身份，以期按制度经历几次考

核，维持参加乡试资格。⑤

而到了邝国祥那时代，一直到后来，许多人会接受着“五福书院”1819 年成为最早华校说法，

可能都是青少年即接受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演变影响，对传统“书院”缺乏体验，更是理解不深，

所以不知道“书院”绝不是一般学校，其学术层次并不等同一般童蒙讲学书塾，或者是经学教习

场所。唐代官办丽正修书院演变出集贤书院以来，书院的功能在撰集文章、论证考据，校理经籍。
⑥一直到清代，不论官办或私学书院共学山居，也多维续着学者议论文史心性的传承，乃至有褒

贬时政经济的情怀。⑦所以，懂得宋元明清依旧算是“正统”传统教育，要看地方文教水平，不

是要在地方上找具体的“学校”，而是要从处处文物与文献、处处留下华夏典章制度痕迹，甚至

融合其他族群文化的迹象，去认识普遍的传承真实不虚。若说华文教育历史不少于六百年，也就

印证华人自古参与本区域多民族共同体的主权话语。

① [宋]赵汝适撰、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61 页。

② [明]马欢撰、万明校注：《明钞本〈瀛崖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18 页。

③ [元]汪大渊撰、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0 页。

④ 同上注，第 159,164 页。

⑤ 王琛发：《重新审视儒学传统与南海华人研究的密切关系》，《客家研究辑刊》2020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⑥ 樊克政：《中国书院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第 3-4 页。

⑦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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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根据“五福书院”的论述再以 1819 年去定论马来西亚华教历史，则不止解释不了

五福书院的教育缘起，而且还会违反所在地的槟榔屿华人史实。广福宫在当地作为华人最悠久也

最重要信仰场所，是以神道设教凝聚马六甲海峡北方华人公共力量，其现有场所正式建设现有公

庙体制于嘉庆五年（1800），那时的《刱建广福宫碑记》在起首寥寥数句，就是先引《易经》再

引《中庸》，一气呵成说明建庙宗旨。①难道要说当时槟榔屿文人，都是人在南洋就要违反祖先

传统，不立学校就是无从教导孩子读书写字的理由？

邝国祥 1967 年撰写的《马华教育史》，渊源于他 1954 年掌校槟城时中小学，发表在《时中

学校四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的《六十年来槟城华校史话》，②整段文字虽作出长篇论陈，最后一

句却回头使用了保留语气，不做肯定。他说：“我以为在往日，这‘五福书院’，必为一所如爪

哇的明诚书院、星洲的萃英书院同性质的私塾，不过年深月久，无人继续办理，遂一变而为联络

感情的会馆了。故在马华教育史上言，五福书院当为马来亚最早设立的华校。我们今日顾名思义，

也可推想而知。不然，我们的先辈为什么把联络感情的会馆，安上‘道貌岸然’的书院之名呢？

既然是书院，为什么会变成会馆呢？这就如刚才所说的，无人继续办理，或者学子不多，师资难

得，遂致停办。……话虽如此说，但我人总不能确实断言五福书院为学塾，只好存疑。”③

问题就在邝国祥的判断是基于“顾名思义”。邝国祥这篇文字，是相应马来亚联合邦华文高

师毕业教师职工会在槟城举行代表大会，受邀在会上发表的演讲稿。他在会上先是这些华校教师

们先是指出“今之华校学生固未曾读孔孟之书”，接下去也引用唐代唐明皇设立丽正书院的名义，

以及列举清代一些书院名称，解说“按当时中国，凡属高级的学校，都称书院”。但偏偏邝国祥

论及马来亚华校起源，提及德籍传教士汤臣记载过英国人 1819 年占领新加坡，当时岛上至少已

经有三家华人私塾，却是说对方“是否可靠，还需考究”，反过头来就是提出了以上述言论，指

说槟榔屿在 1819 年当有“五福书院”。④只是，当邝国祥忽略把原本在各处出现的“五福堂”本

名纳入讨论，却隐指五福书院才是本名，社团地位是由原来书院才演变的，后边又以“总不能确

实断言”保留了态度。郑良树也就是引用着邝国祥上述两处文字，在略去邝说道“顾名思义”之

后，依然结论邝国祥也知道自己在“臆测”。⑤

由邝国祥的文字可知，他要说明“五福书院”是在 1819 年成立，并且是马来西亚最早华校，

他先前并不一定没有见过五福堂其他材料。重点是邝国祥显然没读过《槟城新报》，不知道证据

就是五福堂自身建祠时候说出的理由。而早在 1954 年，就在五福堂庆祝百周年的同一年，是撇

开原来史料，从 1819 年说起，说有个五福书院出现在五福堂之前，又把五福堂社团说成是五福

书院后来的发展。由此说法，他也方便回应，为何咸丰年以后文献主要都称“五福堂”，甚至能

① 王琛发：《保我族魂清末民初槟城广福宫与平章公馆的神道设教》，《嘉庚会讯》第 8 期，吉隆坡：陈嘉庚

基金，第 18-19 页。

② 邝国祥：《六十年来槟城华校史话》，时中小学校刊编辑委员会：《时中学校四十六周年纪念特刊》，槟城：

槟城时中小学，1954 年，第 71-79。

③ 邝国祥：《马华教育史》，《南洋文摘》第 8 卷第 11 期（总 95 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7 年 11 月，第

749 页。

④ 同上注。

⑤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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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五福堂在 1954 年周年纪念不等于其“前身”五福书院。所以，早在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发展史》之前，陈铁凡、傅吾康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以五福堂史料回应，这些史料

可能在邝国祥是早就思考过的。

而邝国祥的论述主题，毕竟是想要以“五福书院”联系华文教育，最初目的是向马来西亚的

华文教师同仁，以至全马华人社会，证明马来亚华文学校历史悠久，自殖民地存在以后，一直是

合法存在。这些史料，又为当时接受其说法的华校前辈，还有许多后来跟随五福书院起源说的文

章，不是忽略就是不知存在的。只是，这套先有五福书院后有五福堂的说法，要面对的最大疑问，

是槟城华人人口一年比一年日多，维持社会运作也有使用文字的基本需要，书院既然能发展为规

模越来越大的社团，为何反而失去办学能力？

但“五福书院华校起源说”的更大硬伤，还在于它其实不但不符合历史上正规“书院”的性

质，反而是更符合广东盛行非血缘合祠借用“书院”名义的传统。亦即说，要谈书院，首先要知

道清代民间书院学术活动本非一般私塾，五福书院若是正规书院，本该留下许多师生和学堂笔墨

遗痕，大厅也会设想其中何以没有印象中熟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可是偏偏整个场所无从留

下证明，这正是郑良树等人追问邝先生是否“臆测”的基础。但可惜这些质疑，如果是纯粹停留

在质问学校性质，或停留在对比其他相关五福堂年代史料，只能证明五福书院成立于 1819 年的

说法是大个疑问。现在如果直接以五福堂既然是广州府会馆，就根据岭南人生活习惯去讨论，回

归理解广州一些“书院”的性质，就可能确定五福书院正如两广府县志常有的记载，尚且是证实

雍乾以降岭南社会现象落实在南洋社会生活的版本。

事缘雍乾年间，清廷本就顾虑异姓结义。朝廷眼中，异姓或同姓非直属血缘结社成群，既是

不合伦理恶俗，还是聚众生事的源头，甚至要规范严重者死罪。在乾隆中期，广东合族祠也因有

过多起“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引发朝廷关注；那些须要联盟组织，特别是拟血缘的合族祠堂，

于是只能巧立名目，称为“书院”或“试馆”。①清宣统二年（1910）宝干修撰《岭南冼氏宗谱》

卷二《宗庙谱·图记》，其中《曲江侯书院图记》便有说：“乾隆三十七年（1772），巡抚张彭

祖以城内合族祠类多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奏请一律禁毁。于是各姓宗祠皆改题书院。我祠之以

书院名亦由于此，故祠制也。”②清廷理由是要匡正伦理和维系社会风气。那些市集邻近、镇上

或城里成立的组织，想要解释自己是合法合理，也就得突出原本居住空间功能，强调本身作为驿

站，要报效朝廷，有着照顾自身各地参与科举子弟借宿的必要，提供子弟相互论学和温习功课。

实际上，集体还是要继续拥有常驻机构，去运作集款产业，还有照顾死伤福利，包括为有贡献与

死难者立祠，以维持共同体的社会势力。

五福堂自从建立此处馆宇，须要正式面对天地鬼神，年年春秋二祭，是将自己建立的这处地

方叫“会馆”而不叫“书院”，供奉的集体神主最高牌位的用词是“五福会馆义同诸乡亲禄位”，

也就印证了此地广府后裔自五福堂设立，至今不曾断绝乡情，维系岭南传统渊源。五福堂成立的

咸丰年间，建设此处馆宇的光绪年间，广东官府都有过大规模取缔广州城内合族祠，这亦导致期

① 陈际清：《白云、粤秀二山合志》卷 9，《志祠》，清道光五年（1825 年）刻本。

② 冼宝干：《岭南冼氏宗谱》卷 2，《宗庙谱·图记》，《曲江侯书院图记》，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日

本东京：家谱学会摄影，1976，Salt Lake City, Utah : Digitized by Family Search International, 2016）



96

间尚存或新建祠堂，包括原本是陈家祠的“陈氏书院”，自行转向“书院”公开定位。①不过，

邝国祥围绕着“五福书院”建构的说辞，却显然绕过了五福堂主体建筑是祠堂，功能是会馆；他

也未注意着祠堂最主要神主牌位叫“五福会馆义同诸乡亲禄位”，是正式称呼建筑功用为“会馆”、

祭祀的是“会馆”先烈而非学校师生。

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 1892 年 2 月 9 日批准的“五福堂”，是当年一度禁止过的的同样名义，

可见此时“五福堂”的自称是合法使用，只是按照碑文是从本来的“五邑”发展至 12 县结合，

不包括原来来自古冈州的台山和新会。但其会馆祠堂，属于异姓连枝，还是要叫“书院”，就可

以反映这些先人昔日是广州府与当地常来常往，两地亲戚朋友都有前来住宿的，因此依旧得重视

岭南历史渊源与传统文化，知道如何恰当自我定位，确保包括访问的官员，也不能发生误会。另

一方面，这个以“书院”自称的决定，出现在五福堂搬到新地址再申请注册以前，也就表明先辈

是有讨论的，参照过岭南联姓结盟组织合法化的案例，因而在殖民地也按广东的做法，将馆宇命

名“书院”以示新旧之分，内外以明志。

无独有偶，据民国《恩平县志》，当地也有更早命名“五福书院”的组织，和槟城五福堂同

样性质，也是咸丰年间的异姓联盟；不过却是当地土客械斗产物。县志说：“咸丰年间，客人作

乱，其祸甚惨，吴谢两姓首当其冲，各姓虽相距稍远，晓事者以唇亡齿寒，于是联络十里内各姓

组织以团体，分五股筹款，名为五福堡，即璩赀在沙湖墟筑室数槛，门首署曰五福书院，遇事召

集面商，并建义勇祠，以祀阵亡勇丁。”②恩平五福书院凭着“书院”名义继续存在，理由是“事

平后，投戈讲艺，发起题征文彙，送外阅，分别给奖，以资鼓励。”③

咸丰年间在恩平也出现五福书院，却是把客家人视为械斗对象，所谓“客家人作乱”可能还

牵扯着太平天国战事，重叠在地方上的土客矛盾，后者可能也是因为出动“勇丁”倾向反对作乱

者，所以便能以“书院”公开名义维系组织。笔者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

已经说过，槟城的五福堂昔日联合的是增城客家人为首的海山公司，后来扩大为更大范围广州府

联合，建立现有馆舍，也得到海山魁首郑景贵资助，但长期对手却是恩平人的四邑武装集团，这

是其现址碑文和许多在地中英文献所能相互对证的。所以，恩平的五福书院，当然和本地后来也

叫五福书院，没有关系。但，这样一种巧合，却实实在在的反映，此地华人是不离祖先文化熏陶，

以“五福临门”为共同喜庆，并且是长期连系岭南社会文化，把岭南当时拥有的许多做法都在此

落地生根。

四、面临强权话语建构影响了审时度势

无论如何，讨论五福书院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证据，建议不应只是停留在关注其所谓 1819

年就有书院的说法是否有据有考，还应考虑邝国祥自己建构这套历史叙述，关切其叙事方式，何

以一再表述五福书院历史地位，最终都会留有余地，一再文中有所保留。这可能还得设身处地，

考虑邝国祥他们那代人身处的历史情境，就事论事。

① 文一峰：《广州陈家祠的社会学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32-37 页。

② 余丕承修、桂坫纂：《恩平县志》，圣堂光华书局承印，1934 年，建置一·书院，第十八页。（感谢道理书

院同仁关启匡副研究员协助查阅）

③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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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国祥是早在 1954 年以前，便有建议五福书院是新马历史可考最早华校，虽说有急就章之

嫌，过去引起不少疑问，可是不能不说，当时背景正是新马华文教育面临狂风暴雨的年代。邝国

祥作为华校教总倡议代表之一，也是其中一位在华校前线苦苦支撑的校长。当年许多华教先辈，

为了延续全马华人文教事业的生存，都想着要寻找能够回应强权的历史论述。所以，讨论历史真

相以外，可能还要关心邝国祥的说法在 1950 年代以后广泛流传，背后的社会历史环境。那时，

国际上此起彼落冷战排华氛围，本区域华人华文也常会面临他人主张族群同化。

当时情景，正值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英国殖民者也开始把南洋视为对华前线，地

方民族主义其中有些极端者屡屡偏激排华。自 1946 年开始，英殖宣布筹组马来亚联邦的计划，

研究如何赋予马来亚更大自治权，或进一步接受马来亚亲英独立建国，以获得扩大未来英联邦的

更大优势。因此，英殖 1957 年从马来亚联邦撤退前后，关注重点除了驻军作战，就是全邦教育

内容和媒介语言，以维系前殖民者与新独立国未来，也纳入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1951 年 6

月，英属马来亚政府宣布，以牛津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巴恩博士（L.J.Barnes）为首，由 5 名欧籍

人和 9 名马来人组成的委员会，完成《马来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但这本报告书其中的结论，

却是剑指华文学校等其他族群教育机构，宣称：“凡欲以马来亚为其永久家园，并效忠于马来亚

的家长，当乐于送其子弟就读国民小学，接受英巫双语教育；凡不愿其子弟接受国民教育者，则

是不愿对马来亚效忠之表示。凡愿意放弃其本身方言教育，而为统一社会利益着想者，当被热烈

欢迎。”①

上述后来简称《巴恩报告书》的文献，其中文译本翻译成为“方言”的那个词，原文是

Vernacular，是英殖认可领土范围本属多族群多文化，赋予“各种地方风俗群体的教育”（Vernacular

Education）定义地位。《巴恩报告书》的文词表达，虽说不改 vernacular 的称呼地位，可是偏要

说马来亚境内华文与南印度泰米尔文等 Vernacular 学校。是兼具非本土的“外国渊源”，于是便

“欢迎”华人“统一社会利益着想”，呼吁华校“放弃其本身方言教育”，这便等于以“效忠”

为由，把政治和法律原本可承认的，如苏格兰爱尔兰文化语言之于英伦本岛的，一概建议设法“愿

意放弃”。与之回应，全国华校教师在 1951 年 8 月 24 日、25 日齐聚一堂，在吉隆坡福建会馆召

开全马华校教师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坚决反对《巴恩报告书》，同时经过 4 个月的筹备，于 1951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成立全马华校教师总会，邝国祥曾经出任第一届教总文书。

1948 年，英殖镇压马来亚爆发的武装抗英，宣布全境紧急状态，期间许多华校在动乱中遭受

搜查、关闭命运；到 1961 年，马来亚新政府和华教运动，在双方诉求屡屡发生矛盾以后，取消

教总主席林连玉的公民权和教师资格；再到 1964 年，教总要求新成立的马来西亚把华文列为官

方语言，林连玉为重获公民权一再诉讼，结果双双失败。②而邝国祥是在 1967 年，在接受一众政

府师训学院毕业的华校教师邀请时，以当时拥有政府封赐有功勋章的身份，向大家重新细谈五福

书院华教历史，而他在聚会上说的话，其全文还是坚持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必要，先说孔孟大

义，而后转入中国传统书院去说起，由此道出五福书院，方才联系 19 世纪中叶后头本地华人办

学历史；其全文的文意，很清楚是要说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土地本是也至今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① Barnes, L. J.,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Kuala Lumpur:The Government Press,1951.Chapter IV: 2 & 18.

② 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下册），吉隆坡：林连玉基金，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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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后，这个说法在华文教育又是风风雨雨经过数十年，会传播愈广，何尝不是反映整个华人社

会的诉求，亟需倾诉本土华文教育历史以来拥有合理合法的定位？不过，既然大家谈论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是以为英殖初期存在一个“书院”，又从这“书院”说起，重点就会如邝国祥行文脉

络，不见得要说英殖之前的家庭教育或更早私塾，更重要在于找出实体建置的教学机构，说明自

从英殖最早在本国占领槟榔屿，华教那时随着殖民地“本城开辟”的一路发展，已经一路参与贡

献。由此，方能让本族群更多成员有信心维护华教，自信华人华教在殖民地本就拥有合法地位，

尚且历史悠久；觉得由殖民地转向独立建国，权力不应被人剥夺，华人争取本华教更是有节有理，

合理合法。

邝国祥这份讲稿，当时是发稿给马来亚半岛各华文报刊，后来转载在《南洋文摘》第 8 卷第

11 期，这版本也就是郑良树引用过，并因此结论和批判为“臆测”的版本。而这份讲稿其实不算

长，字数不到 5000 字，最后说到日治时期的华文教育，指控日军政府造成华教“黑暗时代”以

后，就以寥寥几句的一段文字，结束整篇讲稿，但内容颇有味道：“马来亚光复后，各地华校大

都先后复办，蓬勃气象，更属空前，这是在座诸同学所熟知，恕不多赘了。”②而邝国祥在文中

论说五福书院，他自己也知道他参考过的清廷相关南洋教育档案，其中虽然有他演讲的材料，可

是里边难于找到“五福书院”片言片语，所有就必须建构起书院如何会演变为五福堂社团的理由，

进而提出之后的延续是晚清时代马来亚出现诸学校。

要是对照英文材料，从五福书院“1819 年”说起马来西亚华校史，肯定更加站不住脚。马六

甲英华书院在 1820 年 1 月出版的《印中搜闻》第 11 期，收录了英国传教士 Lucius 撰写的《马六

甲华人定居者的教育状况》，其详细内容，叙述了那时学塾上课时间是早上 6 时至傍晚 6 时，孩

童入学先要祭祀“大成至圣先师”，而教师是从《三字经》启蒙学生，还有学塾的背书教学方式，

等等。③这份调研并且举出确切数目，说马六甲 1815 年以前，有过 8 所闽语学塾，拥有约 150 位

学生，同时还有一所学生约 10 或 12 人的粤语学塾，全城儿童就学比例 1∶5；但调研又说，在调

研完成这一年，如果不算教会主办书院学塾，马六甲其时只剩 5 间华人学塾，学生总共不过百人，

到这些学塾的就学比例是 1∶10，而且主要是较富有家庭。④

Lucius 描述华人学塾减少，是不把英华书院的办学计算在内，事实也是由于英华书院办免费

义学，影响了传统学塾的生源。马礼逊是在 1815 年中国传教受限制后，撤退至马六甲，联合早

在当地活动的米怜（Milne），于 1817 年联合筹办英华书院。书院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教授欧

人中文，也向华人孩子办起双语私塾；而米怜是早在英华书院创立前，1815 年到达马六甲后，8

月 5 日就已先在自己寓所开设闽语男童义塾，1816 年再开粤语班，华人学生人数增至 80 人。⑤而

翌年马六甲人口统计，可能是那时华人多向槟城等地移动，马六甲华人定居人口总数才 1006 人。

① 邝国祥：《马华教育史》，《南洋文摘》第 8 卷第 11 期（总 95 期），1967 年 11 月，第 749-750 页。

② 同上注，第 750 页。

③ Lucius.,State of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Settlers in Malacca, in Indo-Chinese Gleaner,Vol2. Melacca:

Anglo-Chinese Press,1820,pp.264-270.

④ Ibid.,266.

⑤ Harrison, Brain.,Waiting for China :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9，pp.22-24.



99

①因此，以英华书院加上那 5 间传统华人学塾，马六甲华人孩子入学如果是达到近 200 人，比例

也不会太低。但这更反映基督新教办学传教有成。

由以上情形，对照英华书院创办章程，这份章程的署名，米怜代表马六甲，马礼寻代表中国

宣教地区，他们从开始就确定书院是 college，以区别单纯教学的 school，或者研究为主的 academy；

其后，章程方提及该办事业，以及维持的方法。②由此可知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传统的理解，

知道办“书院”性质不同于学校，组织中文命名也是翻译作“英华书院”。而英华书院 1818 年

奠基之前，其后来整合的华人研究、宣教和印刷出版事业，包括米怜 1818 月 5 日创立的“立义

馆”免费学塾，以及他从当天开始发行第 1 期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有许多宣教小册子，

分发地点不止于马六甲；而 1817 年起发行的《印中搜闻》，目标是英语读者，其中也登刊许多

相关华人的文字，遍涉思想、文史、信仰、时势等课题的探讨和研究。这些都足以说明，昔日南

海区域本是汉语广泛流传地区，许多人是有阅读和讨论各种事态的能力，英华书院才可能在马六

甲设立传教与印刷出版基地，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各种宣教册子，分送邻近等各处港口。

顺道补充，本文提及书蠹《槟榔屿开辟史》，中译版是槟榔屿前钟灵中学校长顾因明联合王

旦华，两人合译的；其实邝国祥 1958 年出版《槟城散记》，还有为邝先生这本书作序的温梓川

老师，先后都曾在各处撰文参考此书。后来一些讨论南洋华人历史的，可能不曾想过邝国祥可能

有过的初心，不知道他为何不理会 1794 年之前的私塾，要定位在“书院”去解释华校历史，结

果就反而开了邝国祥原来说法的倒车，以为把五福书院说成私塾更贴切，或以“中文学校”泛而

论之，这当然更是无从对照西方人在 19 世纪以前的现场具体调研。

五、后语

无可否认，以五福书院论述马来西亚华教缘起，最初是源起于上世纪殖民时代的历史背景，

也缘于某些先辈此前此后一再回应当政强势的话语模式。他们要根据宪制允许范围维护华教，同

时得面对冷战思维和极端主义，他人也屡屡以不同声音诠释宪法和各种法律，如此便影响着他们

举证或者陈述的方式。因此，他们的华教叙述，往往会设想简洁务实的方向，努力寻找出具体的

学校，坚持“我们自殖民地开辟，本来是历史悠久，有所贡献”，希冀由此各方说理，让族群内

外理解华教的诉求是合法合理。尤其当华文教育要说服“他者”，促成对方在自认代表着“公共”

掌权的体制里，考虑处理“我方”应有地位，历史根据很重要，更要设法符合渊源于大英法制的

思维逻辑。只是，这种“我方”诉求过程，现实中也就不能不是先得默认殖民方的主体地位，固

然有助朝向“他者”说道理的效率，却也会习惯性影响“我方”大众思维，愈加惯性默认凌驾已

成理所当然，长期麻木在话语不平等的论述框架。结果，论说的焦点，就会较少触及华人华文何

时与如何参与本区域，也就忽视长时段历史正当性。

可是，丝路沿线各地长期通用中文，中文学塾零星分布各地，都是事实。不同源流的基督教

传教士，会以中文办学传教，也是那时的常识，现在南洋各地华校，很多便是渊源于基督宗教的

① 张礼千：《马六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 年，第 327 页。

② Milne，W.,Morrison，R.,General Plan of the Anvglo-Chinese College,Forming at Malacca.Melacca: Anglo-Chinese

Press,1818，p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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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兴学。而以槟榔屿为例，天主教会亚洲大修院，过去其中一项重任是培养亚洲传教的神父与

神学家，亦是经历从 1685 年至 1782 年的屡次搬迁；要到 1809 年，随着法国神父 Lolivier 从福建

带领 5 个学生到达槟榔屿，会合 Lentandal 神父从澳门带来 6 个四川学员，方才成就此地亚洲大

修院（General College）的缘起。自那时起，大修院招收中、日、韩、越南等地学生，也还是受着

东亚幼学传统影响，是早上学习《三字经》和《千字文》等，下午学习数理化学和外文，想要培

养兼通汉字与拉丁文的神职人员，最终既是主修神学有成，又能以学习过四书五经、数学和自然

科学，在远东传教。①所以天主教会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贡献，基本是先建立有神学院，接轨

西方大学，在培训大专水平以上神职人员的同时，又在各地建立小学和中学。

不妨更进一步说，要理解昔日南海诸邦古近代华人聚落，到底如何一直演变到殖民者带来的

“现代”；还有理解在殖民者占领的前后，中华诸宗族村落本身的跨境社会如何继续在各地延伸

与演变，很多时候其实是牵涉着历史社会学的学问，或者必须是放诸世界体系理论领域内部去研

究。与此相应的做法，将事件放置在漫长的进程背景，从史料旁征博引看清谈论事件的来龙去脉。

只是，现在要谈五福书院于华文教育的地位，既然追溯更前还有其他文献证明华人私塾，甚至教

会留下的建制也能反证出西方传教士更早办的华校，那就构成问题：为何还要从“五福书院”开

始，先设以为自身的民族教育缘起于他人殖民本土以后？

所以，后人要追索历史事实之外，亦当关心，邝国祥身处槟榔屿教育界，他也接触许多教会

办的华校，他会不会全然不知道其他文献，不懂英华书院和大修院等学校历史？还是，他当时不

能以教会办学为据，是要找出华人社会自己办的华人教育。此后的文本，如果是跟着这个方向去

阅读华文教育，又或者只阅读向着这个方向描述的文本，当然就会忽略天主教大修院和英华书院

的存在，更别说知道这些文献在此前已经提供更早办学记录。更应该关注的，又是邝国祥的说法

为何在 1950 年代以后开始流传，其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还有时代的背景氛围，都是有待回味。

而归根到底，那时的华人社会，不论是向着殖民者或者向着其他族群对话，都亟需寻找历史

上“最早”的“学校”，要印证华文教育实体的历史，其实足于反映一种处于弱势而又坚持不退

的心境，由此去回应“他者”对区域历史的解释体系，也由此安置自身合理定位，向着本族群诉

说历史悠久的自信，也向着“他者”诉求华校在本土的合法合理。所以，后人回忆邝国祥他们的

时代，除了从学理做历史的探讨，或也应该有些同理同情，谅解那年代的大众境遇与集体情怀。

当华人社会所面对的“他者”，在总体而言属于强势的一方，“我方”不得不是持续的对话，可

是对话对象也总还是有“极端”到“同情”等不同立场，华人自己处理应对局面的主张和态度也

不统一，这时候的共同基础，能以“历史悠久”和“既有存在”作为诉求的理由和意义，也是种

有益共同对话的方向。②

另一方面则不能否认，在那华文教育的艰难时代，许多老前辈虽然出身于严格学术训练，可

是他们的中日文学历和资历，不见得是国家公共体制正式承认的；而在英殖所遗留的学术体制，

① 王琛发：《以拉丁表音学习汉学和传播西学的先行者——天主教亚洲总修院 17 世纪以来对汉语地区的宗教教

育与文化交流》，载曾亦、唐文明主编：《中国之为中国：正统与异端之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45-265 页。

② 参考王琛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下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载《林连玉纪

念馆通讯》，2020 年第 1 期，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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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民族国家话语建构进程，华人研究难以被视为主流，各国甚至还有主张禁止中文的；这许多

老一辈学者，想在体制外从事长时段历史研究，也是知易行难。这里或可借用美国思想史学者丹

尼尔·罗杰斯为了批判“破碎”历史研究说过的话：“严肃谈论历史就应当讨论长时期、大规模

的时间运动”；①理论上而言，只有观察连续的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从社会的历时性发展去审视

思想的共时性变化，方可能更有信心作判断，得以较具体也较全面印证那些处在片段历史当中的

人事与事物。只是，过去马来西亚华人华教的研究资源，多源于民间热心，财力物力人力有限，

大多研究很难采用所谓长时段研究方法，就只能依据着属于短暂期限当中的有限史料，去讨论个

别的人事。这其中若有某些论说属于“先天不足”，也就容易误导采纳其说的后进者“后天失调”，

继续发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但是，当代的情况与过去最大差别，是全球各地增加了许多提供历史研究数据和文本的渠道，

大规模数字化的数据库也有助任何人走出本土面向全球；而在搜查大量文献以后，智能化的分析

工具愈来愈普遍，更形成个人处理这类材料的助力。因此，回归到观察长时段的历史研究，重新

探讨南洋华人，已经变得方便，却也更令人发现其中的紧要。这背后牵涉系列问题，不止是指向

讨论历史以来华人文教在这片海域做出的贡献，还要想想，是华人自古参与海域生存共同体，所

以必要讨论殖民者东来后，改变多民族生存共同体历史进程，带来的各种变化；还是要真以为，

当外国人需要殖民当地民众、剥夺地方资源，华人又成为殖民者带给当地的“外来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努力维护的目标，一代人也有一代人必须遇上的

限制。邝国祥在 1967 年在华教高师毕业生的教师聚会做学术演讲，在他个人，是人生最大规模

一次公开发表其五福书院见解；事隔一年半以后，马来西亚不幸爆发席卷全国的族群悲剧，影响

了国内的将来政治经济格局。从此以后，维护族群和谐稳定，成为每一届政府须要交出的政绩。

而此后半个世纪，五福书院的议题，则是自上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至本世纪。这期间，还有许许

多多的议题，虽不似五福书院的话题热门，一样值得探讨。

来到当下，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已成主流的国际共识，维护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在于能否回

归更客观立场的研究，由此方是重建话语权的基础。从当代思考未来，当代何妨走出无奈，放眼

包涵更大时空的历史情境，甚至反思过去许多固有说法背后的史观源头，如此讨论华人历史，或

能更有利启发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明对话。2020 年，马来西亚《林连玉纪念馆通讯》转载《马来

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将原文分为 3 期又各定副标题，笔者为了适应篇幅需要，

在文字当中添写了一些新内容，并拟写出相应的副标题。②这副标题的原文是来自《满江红》，是

邝国祥那代人的时代，包括在邝先生掌校的时中小学，这是华校歌咏课最常教导的其中一首歌：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① Rodgers,Danial T.,Age of Fractur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55.

② 王琛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五福书院历史探源（下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载《林连玉纪念馆

通讯》，2020 年第 1 期，第 28 页。


